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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通经致用”观念的演变   

作者：王世光    

 

通经致用是儒学核心价值观念之一。简单地说，通经致用就是指通晓经术

以达到实用目的，“致用”在儒家那里主要指立德与立功，前者强调个人道德

修养，后者强调经学对社会的政治干预，这种干预一方面要解决政权合法性问

题，如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要解决行政技术问题，如

公孙弘提出的通经为吏的建议。经学史以及思想史上许多重大变革背后，通经

致用观念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通经致用观念本身也在不断

演变，这种演变在清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其结果就是通经与致用相分离，传统

的通经致用观念走向解体。 

一 

明末清初，由于社会巨变以及理学的流弊，社会上掀起了强劲的经世致用

思潮。这一思潮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种思路，一是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强

调经学研究与当时社会迫切问题联系起来，从经学研究过程中找到解决重大问

题的方案，这是通经致用观念的明确体现；一是以颜元为代表，强调直接从当

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出发，提出解决重大问题的方案，它与“通经”

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二者相互交融，侧重点不同，有时甚至会发生冲突。正是

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儒家通经致用观念开始悄悄发生变化。 

明清之际的经世思潮中，多数大儒都强调通经致用。顾炎武在批评晚明学

风时说：“近世号为通经者，大都皆口耳之学，无得于心；既无心得，尚安望

其致用哉？”[1][1]全祖望论黄宗羲学术宗旨时说：“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

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

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1][2]王夫之更是以“六经责我开生面”

自期许，生动地体现了通经致用的精神。由此可见，他们都强调从研习经术出

发，达到实用目的。顾炎武、黄宗羲虽批判八股取士，但从不怀疑经学的用

处。然而，在清初就有学者就从科举制的角度怀疑经学的用处了：“今人首尚

制举业，而以其余力治经，父师之所传，子弟之所习，《诗》、《易》、《春

秋》之指，甚且稍谬于圣人。非惟无学，亦无经也。又或自以为经，而不知何

者为学也。由斯以观圣人之经，果何益于今之世哉？”[1][3]康熙初年，一次科

举考试中甚至取消了测试经义的八股文，只考策论，礼部侍郎黄機上疏，分析

了经书与策论在科举中的不同作用：“先用经书，使士子阐发圣贤微旨，以观

其心术；次用策论，使士子通达古今之事变，以察其才猷。”全祖望论黄宗羲

学术宗旨时说：“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

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



史。”王夫之更是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自期许，生动地体现了通经致用的精

神。由此可见，他们都强调从研习经术出发，达到实用目的。顾炎武、黄宗羲

虽批判八股取士，但从不怀疑经学的用处。然而，在清初就有学者就从科举制

的角度怀疑经学的用处了：“今人首尚制举业，而以其余力治经，父师之所

传，子弟之所习，《诗》、《易》、《春秋》之指，甚且稍谬于圣人。非惟无

学，亦无经也。又或自以为经，而不知何者为学也。由斯以观圣人之经，果何

益于今之世哉？”康熙初年，一次科举考试中甚至取消了测试经义的八股文，

只考策论，礼部侍郎黄機上疏，分析了经书与策论在科举中的不同作用：“先

用经书，使士子阐发圣贤微旨，以观其心术；次用策论，使士子通达古今之事

变，以察其才猷。”[1][4]康熙深以为然，命复旧制，乡会试仍以八股文取士。

可见，清初官方也一度认为经书没有什么实际用处，而后来恢复其科举制中的

地位，主要出于意识形态控制的考虑，也就是黄機所说的“观其心术”，而不

是出于提高行政技术水平的考虑。 

        在清初的经世思潮中，颜元可谓是另类，他虽然强调经世致用，但明显

偏离了通经致用这一思维模式。颜元在《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中讲了他著

《存学编》的宗旨：“申明尧、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

道，大旨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

之，身实习之，终身不懈者。”[1][5]由此不难看出，在强调“致用”、“事

功”这一层面上，颜元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没有什么区别，但在对待经

学与致用关系方面，他们之间还是有差异的。颜元不象顾炎武、黄宗羲、王夫

之那样在经学研究方面具有博大精深气象，颜元从浩如烟海的儒家典籍中直接

拈出个“三事三物之学”。他说：“唐、虞之世，学治俱在六府、三事，外六

府、三事而别有学术，便是异端。周、孔之时，学治只有个三物，外三物而别

有学术，便是外道。”[1][6]其中颜元最重视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六

艺，他说：“盖三物之六德，其发现为六行，而实事为六艺；孔门‘学而时习

之’即此也，所谓格物也。”[1][7]颜元实际上是以六艺取代卷帙浩繁的经

学，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相比，颜元已经跳出了“通经”的窠臼。虽然颜元

是经世思潮的先锋人物，但儒家传统的通经致用观念在他那里是行不通的，他

完全是从“致用”的角度来选择学习研究的对象，其结果是否定了汉代以降经

学中的主体部分，从经学的中心走向边缘，淡化了经学的意识形态色彩，这意

味着学术研究不再仅仅为某一政权提供合法性论证，从而突出了经学逐渐瓦解

并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刘师培说：“近世以来，中土士庶惕于强权，并

震于泰西科学，以为颜氏施教，旁及水火工虞，略近西洋之致用；而贵兵之

论，又足矫怯弱之风。乃尊崇其术，以为可见施行。”[1][8]虽然刘师培旨在

批评颜元重术轻学的倾向，但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颜元学术宗旨与中国传统

通经致用观念的差异。另外，与清初其他几大家相比，颜元更重视实践，他认

为，知识的源泉不是经书而是实践。这样，经书上的东西便不是天经地义的真

理，企图通过直接研究经书就得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也无异于缘木求鱼。总

之，颜元从儒家经典中分离出三事三物之学，强调实践，这些都意味着致用不

必通经，这是对通经致用观念的一大冲击。由此不难看出，在强调“致用”、

“事功”这一层面上，颜元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没有什么区别，但在对

待经学与致用关系方面，他们之间还是有差异的。颜元不象顾炎武、黄宗羲、

王夫之那样在经学研究方面具有博大精深气象，颜元从浩如烟海的儒家典籍中

直接拈出个“三事三物之学”。他说：“唐、虞之世，学治俱在六府、三事，

外六府、三事而别有学术，便是异端。周、孔之时，学治只有个三物，外三物



而别有学术，便是外道。”其中颜元最重视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六

艺，他说：“盖三物之六德，其发现为六行，而实事为六艺；孔门‘学而时习

之’即此也，所谓格物也。”颜元实际上是以六艺取代卷帙浩繁的经学，与顾

炎武、黄宗羲等人相比，颜元已经跳出了“通经”的窠臼。虽然颜元是经世思

潮的先锋人物，但儒家传统的通经致用观念在他那里是行不通的，他完全是从

“致用”的角度来选择学习研究的对象，其结果是否定了汉代以降经学中的主

体部分，从经学的中心走向边缘，淡化了经学的意识形态色彩，这意味着学术

研究不再仅仅为某一政权提供合法性论证，从而突出了经学逐渐瓦解并向专业

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刘师培说：“近世以来，中土士庶惕于强权，并震于泰西

科学，以为颜氏施教，旁及水火工虞，略近西洋之致用；而贵兵之论，又足矫

怯弱之风。乃尊崇其术，以为可见施行。”虽然刘师培旨在批评颜元重术轻学

的倾向，但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颜元学术宗旨与中国传统通经致用观念的差

异。另外，与清初其他几大家相比，颜元更重视实践，他认为，知识的源泉不

是经书而是实践。这样，经书上的东西便不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企图通过直接

研究经书就得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也无异于缘木求鱼。总之，颜元从儒家经

典中分离出三事三物之学，强调实践，这些都意味着致用不必通经，这是对通

经致用观念的一大冲击。 

同样处于经世致用思潮之中，但颜元与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的思路迥

异，甚至矛盾，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种统一性下面的差异意味着什么呢？作

为一种学术形态，经学的发展要求自身向专业化、独立化方向前进，对于大多

数经学分支而言，这一趋势越明显，离直接应用就越远；而作为一种思想形

态，利用经学直接干预社会、影响社会是儒学的一个根本宗旨。司马谈在《论

六家要旨》中说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1][9]，这已经

隐约道出作为学术形态的儒学与作为政治工具的儒学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正

是通经致用观念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随着经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而日益突

出。顾、黄二人重新倡导通经致用主要是针对时弊而发，并没有自觉意识到学

术自身发展与儒学宗旨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学术的发展要求“通经”越来越

专业化、独立化，这样，“通经”与“致用”就未必直接有联系，在某些领域

甚至淡若游丝。当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要想兼顾

通经与致用，何其难也！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清代中期经世思潮的消

退以及考据学的兴起，与通经致用观念的内在张力有着深刻的联系。虽然清初

经世思潮的两种思路在清代中期都没有继续光大，但通经致用观念的解构进程

并未停步，只不过换了一个向度。，这已经隐约道出作为学术形态的儒学与作

为政治工具的儒学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正是通经致用观念的内在张力，这种

张力随着经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而日益突出。顾、黄二人重新倡导通经致用

主要是针对时弊而发，并没有自觉意识到学术自身发展与儒学宗旨之间的矛盾

日益突出。学术的发展要求“通经”越来越专业化、独立化，这样，“通经”

与“致用”就未必直接有联系，在某些领域甚至淡若游丝。当学术发展到一定

程度，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要想兼顾通经与致用，何其难也！从思想发

展的内在逻辑来说，清代中期经世思潮的消退以及考据学的兴起，与通经致用

观念的内在张力有着深刻的联系。虽然清初经世思潮的两种思路在清代中期都

没有继续光大，但通经致用观念的解构进程并未停步，只不过换了一个向度。 

二 

        清代中期，考据学处于鼎盛时期，在一流学者那里，通经致用观念尚未

断绝。洪榜评价经学大师戴震说：“先生（指戴震）抱经世之才，其论治以富



民为本。”[1][10]钱大昕则说：“《易》、《书》、《诗》、《礼》、《春

秋》，圣人所以经天纬地者也，上之可以淑世，次之可以治身，于道无所不

通，于义无所不该。”[1][11]由此可见，钱大昕仍然把五经当作包容一切真理

的全书，所谓“淑世”、“治身”正是通经致用的两个层面，即立功与立德。

汪中也自称：“中少日学问实私淑顾宁人处士，故尝推之六经之旨，以合乎世

用。”[1][12]又说：“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

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1][13]钱大昕则说：

“《易》、《书》、《诗》、《礼》、《春秋》，圣人所以经天纬地者也，上

之可以淑世，次之可以治身，于道无所不通，于义无所不该。”由此可见，钱

大昕仍然把五经当作包容一切真理的全书，所谓“淑世”、“治身”正是通经

致用的两个层面，即立功与立德。汪中也自称：“中少日学问实私淑顾宁人处

士，故尝推之六经之旨，以合乎世用。”又说：“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

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

遇。” 

        然而，乾嘉学者说是这样说，但仔细研究便会发现，在他们的价值观念

体系中，通经致用并不居于核心位置。儒家讲三不朽，三不朽是个有序的价值

体系，依次为立德、立功、立言。但在乾嘉学者那里，这一序列发生了变化，

戴震的言论已经露出端倪，他说：“六经之文，邃深而博大，学焉者各有所

至，或履之为德行，或抒之为文章，或措之成丰功伟绩。”[1][14]这里是按照

立德、立言、立功的顺序来讲的，言下之义，立言高于立功。钱大昕更进一

步，认为“古人称三不朽，以立言与立德、立功并称。言岂易立哉！言之立

者，根于德，通乎功，而一以贯之”[1][15]。这就进一步提高了立言的地位。

钱大昕虽然做过高官，但很快就引退，以著述为业。章学诚虽然有做官的机

会，但他也放弃了，专门致力于学术，这在乾嘉学者那里是个普遍现象。这里

是按照立德、立言、立功的顺序来讲的，言下之义，立言高于立功。钱大昕更

进一步，认为“古人称三不朽，以立言与立德、立功并称。言岂易立哉！言之

立者，根于德，通乎功，而一以贯之”。这就进一步提高了立言的地位。钱大

昕虽然做过高官，但很快就引退，以著述为业。章学诚虽然有做官的机会，但

他也放弃了，专门致力于学术，这在乾嘉学者那里是个普遍现象。 

        立言在以往儒家那里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而在乾嘉学者那里却

上升为最为重要的价值观念；以往儒者即使立言，也不过是一种手段，为了明

志（立德）或淑世（立功），而在多数乾嘉学者之中，立言只不过是为通经而

通经，为学问而学问，它并没有承载立德与立功的重负，立言本身就是目的。

王引之说：“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1][16]“于大道不敢承”

一语道破王引之的经学研究对“致用”的疏离，他的兴趣只在“通经”，为了

通经而通经。他关注的是纯粹学术问题，至于立德与立功，早已淡出他的视

野。写过《十七史商榷》的王鸣盛从小到老，坚持每天读书，可他对立德、立

功满不在乎，并且十分爱财，当官后大肆聚敛。有人问：“先生学问富有，而

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他回答说：“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

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

德文章，犹自在也。”[1][17]官至总督的毕沅，不顾朝廷的不许外官养戏的禁

令，自家养了个戏班子，有人批评他奢侈，他却说：“吾尝题文山遗像：‘自

有文章留正气，何曾声妓累忠忱。’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1][1

8]汪中曾因看不惯一个捐得二品衔的商人，便每逢这个商人出门探访时就骑着

个驴跟在后面，“其后戴草制暖帽，以红萝卜为顶，以松枝为孔雀翎，于项间



挂冥镪一串，商行亦行，商止亦止。”[1][19]商人没办法，只好拿出五千金了

事。尽管汪中此举替文人大大出了一口气，但毕竟有违道德原则。章学诚批评

汪中有才无识、名利心重、爱耍小聪明，于是章学诚总结道：“是以学问文

章，必收摄于人心。”[1][20]章学诚的批评虽然不免有先入之见，但也从另一

侧面反映了乾嘉学者对立德、立功的疏离。 

        乾嘉时期，“通经”、“致用”相脱节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从学术

史的角度来看，经学发展至清代，著述汗牛充栋，《四库全书》的编撰虽然有

其政治意蕴，但更是对以往学术进行总结这一要求的客观反映。乾嘉学者对儒

家典籍的整理基本上是本着实事求是是原则，把立德与立功悬置起来，以保持

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进行研究。正是在这一时期，通经摆脱了致用的束缚，学

术不再是一种手段，从而使学术走向真正的独立，这也是乾嘉时期“通经”

“致用”相疏离的积极意义所在。在乾嘉学者的眼中，经书不是干禄之具，而

是学术的对象；甚至“通经”在他们看来也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因为他们崇尚

的是“专”，而非“通”，在他们的视野内，能达到“通”的境界的学者，世

上不过一二人而已，而且“通”也仅仅指一种学问境界，而非道德境界。正是

这种“专”，使得传统经学走向了分化瓦解的道路，逐渐发展成为音韵学、诸

子学、金石学、校勘学、舆地学等分支学科。经学慢慢成了一个空壳。 

        毫无疑问，乾嘉考据学者的学术研究活动十分鲜明地凸显了通经不必致

用的倾向，尽管乾嘉时期经学研究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这仍然

掩盖不了通经致用观念所发生是内在分离现象，考据学者的经学研究实际上在

无形之中把儒家经典推向历史深处，使之仅仅成为纯粹学术研究的对象。也正

是在这一时期，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观念，尽管这一观念早有前贤提

及；尽管章学诚这一观念的提出是为了批评乾嘉考据学者，与“经学即理学”

相抗衡，但是，这一观念在此时提出的确是学术史内在逻辑发展的一个必然结

果。章学诚的目的与考据学者所做的学术工作实际上殊途同归，那就是把经学

研究转换成史学研究。而且章学诚从这一观念出发，打破了六经载道的见解：

“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

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1][21]“事变之出

于后者，六经不能言”这句话是说明六经不足以载道，这就打破了六经包容宇

宙一切真理的神话。通经不足以致用的观念在晚清思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章

学诚可谓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三 

        近代以来，中国在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渐呈被动局面，作为传统

文化主流的儒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龚自珍似乎已经预感到儒学

的悲剧命运，发出了“或谓儒先亡，此语又如何”的慨叹，字里行间渗透出对

儒学命运的强烈忧患意识。而以他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正是以阐发经书中的微言

大义为手段，希冀一挽狂澜，拯救衰世，振兴儒学。与龚自珍齐名的另一位今

文经学家魏源则重新祭出了通经致用的旗帜，企图挽救世风：他说：“士之能

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

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

《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

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1][22]魏源认为“求道而制事，谓之经”，通晓

经术就是为了“制事”，切于实用，故“通经致用”实际上就是“以经术为治

术”，古人并不以此为耻辱。通经致用是今文经学治学传统的鲜明特征。魏源

提倡通经致用是针对当时汉学的繁琐和宋学的空疏而发的，其主要目的在于



“借经义以讥切时政”，务在匡世，他是以阐发微言大义为手段，为其“变

古”、“利民”的政治主张提供经学依据。魏源认为“求道而制事，谓之

经”，通晓经术就是为了“制事”，切于实用，故“通经致用”实际上就是

“以经术为治术”，古人并不以此为耻辱。通经致用是今文经学治学传统的鲜

明特征。魏源提倡通经致用是针对当时汉学的繁琐和宋学的空疏而发的，其主

要目的在于“借经义以讥切时政”，务在匡世，他是以阐发微言大义为手段，

为其“变古”、“利民”的政治主张提供经学依据。 

        思想的历史从来就不是一条清澈透明的河流，沿着人为构成的单一的逻

辑线条前进。从社会史的角度说，今文经学家重提通经致用并身体力行，远迈

乾嘉考据学者，无疑是个进步；但从学术史的角度说，这一口号仍然是以学术

为手段，有悖于学术独立的精神，这对于不以通经为致用手段的乾嘉学者来

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然而，晚清今文经学毕竟不是西汉今文经学的重

演。至清末，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观念还是受到改良派人士的怀疑，即使讲通

经致用，也早已逾越传统儒学的藩篱，以西学为桥梁重新审视通经与致用的关

系。晚清的有识之士普遍认识到，经学并非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改良派人士王

韬在比较中西学术时说：“（中国）即有淹博之士，亦惟涉猎群圣贤之经籍，

上下三千年之史册而已。故吾尝谓，中国之士博古而不知今，西国之士通今而

不知古。然士之欲用于世者，要以通今为先。”[1][23]又说：“六经载道，穷

经所以行道。中国数千年精神悉具于六经。而西学者缋六经之未具，又非中国

诸子百家所能言。”[1][24]王韬的言论一方面认为中国传统学术难以应用于现

实，通经不能致用；另一方面认为六经并非是囊括宇宙一切真理的全书。这对

通经致用观念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在维新派中，严复对西学有精深的研究，

他的维新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及批判儒学的理论武器都不是取自儒学本身而是取

自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他站在西学的背景之下，不仅批判“宋明腐

儒”，而且明确指出“六经且有不可用者”[1][25]。晚清改良人士的观念，无

异给通经致用观念浇了一头冷水。又说：“六经载道，穷经所以行道。中国数

千年精神悉具于六经。而西学者缋六经之未具，又非中国诸子百家所能言。”

王韬的言论一方面认为中国传统学术难以应用于现实，通经不能致用；另一方

面认为六经并非是囊括宇宙一切真理的全书。这对通经致用观念的冲击是可想

而知的。在维新派中，严复对西学有精深的研究，他的维新思想的理论基础以

及批判儒学的理论武器都不是取自儒学本身而是取自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

学说。他站在西学的背景之下，不仅批判“宋明腐儒”，而且明确指出“六经

且有不可用者”。晚清改良人士的观念，无异给通经致用观念浇了一头冷水。 

        正当维新之际，张之洞抛出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口号，后来学

术界一般表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这实际是对通

经致用观念的直接否定。中体西用观念虽非肇始于张之洞，冯桂芬、薛福成、

郑观应、沈寿康等早已言之，但以张之洞的言论影响为巨。他说：“中学为内

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

经义。”[1][26]虽然这些的口头上仍然说圣经（指儒家经典）无所不包，但他

还是不得不把经学的功用限制在“治身心”方面，而把“应世事”的权力让给

西学。这样，通经致用观念中“致用”的范围就缩小了许多。从“通经致用”

到“中体西用”是儒学价值观念的一个质的变化，它彻底地切断了清初以来日

益淡化了的“通经”与“致用”的关系。实际上，梁启超也有中体西用的思

想，他说：“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

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1][27]与张之洞强调“治身



心”不同，显然，他的着眼点在“外王”、“立功”层面。值得注意的是，梁

启超的言论中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必须以西学为中介，改造传统经术，才可

能通经致用。这样，西学反而成为通经与致用的桥梁。二是西学必须以中学为

依托，结合中学，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发生作用。这可以看作是梁启超为

解决传统儒学通经致用观念的困境，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转换的一个尝试。严复

则极力反对“中体西用”的说法，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思想，

这实际上把中学“为体”的地盘也剥夺了。“通经致用”在他那里已经没有什

么价值可言。作为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承接乾嘉统绪，力倡实事求是学风，

他针对经学研究提出：“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

卑。”[1][28]如此看来，通经与致用的关系在章太炎那里是无所谓有、无所谓

无的。这一点表明章太炎是乾嘉学风的真正继承者，同时也标志着儒家通经致

用观念在思想史中的彻底瓦解。虽然这些的口头上仍然说圣经（指儒家经典）

无所不包，但他还是不得不把经学的功用限制在“治身心”方面，而把“应世

事”的权力让给西学。这样，通经致用观念中“致用”的范围就缩小了许多。

从“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是儒学价值观念的一个质的变化，它彻底地切

断了清初以来日益淡化了的“通经”与“致用”的关系。实际上，梁启超也有

中体西用的思想，他说：“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

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与张之洞强调

“治身心”不同，显然，他的着眼点在“外王”、“立功”层面。值得注意的

是，梁启超的言论中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必须以西学为中介，改造传统经

术，才可能通经致用。这样，西学反而成为通经与致用的桥梁。二是西学必须

以中学为依托，结合中学，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发生作用。这可以看作是

梁启超为解决传统儒学通经致用观念的困境，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转换的一个尝

试。严复则极力反对“中体西用”的说法，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的思想，这实际上把中学“为体”的地盘也剥夺了。“通经致用”在他那里已

经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作为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承接乾嘉统绪，力倡实事求

是学风，他针对经学研究提出：“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

无用不足卑。”如此看来，通经与致用的关系在章太炎那里是无所谓有、无所

谓无的。这一点表明章太炎是乾嘉学风的真正继承者，同时也标志着儒家通经

致用观念在思想史中的彻底瓦解。 

传统通经致用观念消解的制度性标志是科举制度的消亡。光绪二十七年（1

901年）七月，下诏改革科举，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

国政治、艺学（科学技术）、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

篇。《四书》、《五经》由首场移至最后第三场，反映了传统经学在官方意识

形态中地位的衰落，1905年，官方决定废除科举制度，儒家经典虽然仍在新式

学堂中作为一门学科继续讲授，但在制度层面它已经完全断绝了与政治的联

系，丧失了建制化的保障，梁启超曾说：“今日之天下，幸而犹以经义取士

耳，否则读吾教之经者，殆几绝也。”[1][29]梁氏的担心终成现实。利禄之路

一绝，读经者消失殆尽。儒家经学从此魂不附体，飘浮在中国近代思想界的上

空。梁氏的担心终成现实。利禄之路一绝，读经者消失殆尽。儒家经学从此魂

不附体，飘浮在中国近代思想界的上空。      

        综上所述，儒家通经致用观念在清代层层解构，通经与致用在不同层面

相疏离，最终将经学推进了图书馆、博物馆，把它作为一种资源储存起来，使

之成为纯粹学术研究的对象。即使是古为今用，儒学也必须经过某种创造性转

换才能得以实现。从这一衍变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学的价值观念虽然



在近代以来面临种种挑战，并不断做出反应，但从明末清初开始，儒学价值观

念的衍变同样是推动近代儒学价值观念衍变的一个内在动力。如果没有清初颜

元习行观念对通经致用观念的破坏，如果没有乾嘉考据学者为通经而通经的学

术独立精神，如果没有章学诚“六经皆史”所凸显的儒家经典在致用层面乃至

制度层面的缺欠，我们很难想象，晚清学者会对传统经学做出如此迅速而又似

曾相识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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